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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改革中法院的公共责任：内涵与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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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财经大学法学院，江西南昌，330032) 

 

摘要：法院的公共责任是指，法院应依法独立行使职权，充分实现社会公众期望、民主政治期许，否则应在不损

害司法独立的前提下承担不利后果。其在传统法律责任的基础上，加入法院满足社会需求的社会责任，以及对权

力机关的政治责任，并强调法院承担公共责任的积极性以及以结果为导向的责任。回应型司法责任理论、法律现

实主义对“三段论逻辑”的反思、法院制定公共政策及其政治功能，使司法独立的前提受到挑战，必须配之以公

共责任。当前司法改革中应当引入法院的公共责任机制，合理地建构我国法院承担的政治责任，督促法院积极行

使职权回应社会需求，同时，规范责任机制，更好地保障审判权独立公正行使，提升司法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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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学术研究中，往往将司法责任与司法独立对

立，司法责任成为被司法独立遮蔽的问题。为了保障

司法独立，学界只认可法律责任，反对法院承担政治

责任、社会责任的提法，甚至对法院承担责任都遮遮

掩掩。当前司法改革中，在强化法院、法官独立行使

职权，加强司法责任机制两个方向上同时用力，制度

建构过程中却容易产生以独立行权弱化、否定责任的

现象，需要正确认识、完善现有的法律责任、政治责

任、社会责任机制。比如，在“省级统管”去地方化

的过程中，必然对同级人大责任弱化，产生如何在省

级、同级实现对人大政治责任的问题。在落实十八届

四中全会《决定》，规范媒体对案件的报道，防止舆论

影响司法公正时，产生如何处理法院对媒体、公众社

会责任的问题。事实上，如何在制度上提高法官的政

治负责可能性，是在“司法独立”大致完成后的另一

项课题。[1]西方公共行政领域的公共责任理论有助于

澄清上述问题，将其引入法院司法改革当中，有助于

法院建立合理的司法责任机制。 

 

一、法院的公共责任及其内涵 

 

公共责任是责任的一种类型，在西方国家的政府

行政理论中发展起来，主要在公共行政领域应用。当

代多维度、多层面的复合性公共责任理论，由罗姆泽

克和杜布尼克建立，包括四种竞争性的责任类型。该

责任体系不仅包括熟知的法律责任、行政责任，还包

括政府应对日益增长的技术性难题、尊重专家意见的

专业责任，还包括政治责任，即政治官员履行职责，

实行符合民意的公共政策，以及没有履行好这些职责

时所应承担的谴责和制裁。[2]一般认为，公共责任是

现代责任政府应当具备的主要品质。 

事实上，公共行政领域的公共责任理论，已经影

响到法学界对于法院责任的认识。从 20 世纪中叶开

始，随着政治司法化、司法社会化、司法能动主义，

传统上以法律责任为主的司法责任模式显然已不能满

足发展的需求，域外对法院公共责任的研究开始大量

涌现，包括弹劾法官制度、法官的政治选举、法官的

绩效评估等等。1982 年在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召开的

国际比较法学会第 11 次大会以司法责任为主题。意大

利著名法学家卡佩莱蒂教授从提交的报告中发现各国

司法责任在发生重大变化，“由于在现代国家中司法权

前所未有地扩张，故司法责任问题在我们时代呈现出

特殊的内涵和十分重大的意义”[3](82)，越来越多国家

的司法责任出现了“迈向回应型模式的普遍趋     

势”[3](106−153)。 

卡佩莱蒂教授在比较分析各国司法责任的基础

上，将司法责任分为四种类型：①法官和司法机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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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集体的政治责任。其主要基于承担追责的机构的政

治性质，以及这些机构以政治的而非法律的标准做出

判断，比如英国的议会呈请女王免职以及司法大臣罢

免法官、美国及德国的议会弹劾法官制度。②社会责

任，责任由社会或者团体并最终由社会公众做出，比

如选民罢免或者舆论批评法官制度。卡佩莱蒂以前苏

联的选民罢免制度和美国的续任选举法官作为例证。

③确立法院的司法豁免后建立的国家赔偿责任和法官

的补偿责任。④法官个人的法律责任，可以是刑事责

任、民事责任或纪律责任。[3](98−135)其分类出现了与法

律责任不同的政治责任与社会责任形式，那种认为法

院不存在政治责任、社会责任的观点显然有待商榷。 

有学者指出，中国司法一直在政治理性与技艺理

性之间徘徊，甚至将二者对立起来，能够将二者有机

结合起来的是司法的公共理性。培育司法的公共理性

并非简单地去政治化，而是在公共理性的指导下，从

确保“政治正确”提高到维护“政治正义”。[4]这种观

点，事实上是在区分司法的法律性、政治性与公共性，

并提出公共性概念，以融合法律性与政治性。这恰恰

是本文主张的前提，建立公共责任概念以融合社会责

任、政治责任与法律责任。 

笔者认为，法院的公共责任是指，法院应依法独

立行使职权，充分实现社会公众期望、民主政治期许，

否则应在不损害司法独立的前提下承担不利后果。这

意味着司法责任理论出现了重大的突破。承担公共责

任的主体显然是各级人民法院，然而法官代表法院行

使权力，也会成为公共责任的主体。将公共行政领域

中的公共责任概念引入法院制度建设，确实面临非常

大的风险，可能会给司法独立带来重大的冲击。这就

需要在构建公共责任的同时，进行相应调整，而不能

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将其责任等同于行政机构的公

共责任。具体而言，笔者认为，我国法院的公共责任

包括三个方面。 

其一，法院以及法官的法律责任，是指违反法律

以及纪律规范行使职权产生的责任，表现为法官承担

刑事责任、民事责任、纪律责任以及法院承担国家赔

偿责任。错案责任追究制度、司法惩戒制度、国家赔

偿制度都是实现该责任的机制，明确、具体、合法、

程序正义是法律责任的特征。 

其二，法院的社会责任，包括法院对社会及公众

承担的责任，其需要法院积极主动参与化解社会矛盾，

回应社会关注，比如审判的社会效果、司法建议、司

法公开制度，否则舆论批评会降低其司法公信力。其

负责的对象是社会，与政治责任类似，其标准也具有

模糊性，舆论批评、谴责成为追责的重要形式。社会

公众对法院职权行使满意与否成为重要尺度，比如我

国法院接受群众满意度测评排名。在美国，民众可以

直接通过选举权剥夺法官职权，我国缺乏该制度，是

否引入值得深究。社会责任可能形成政治压力，推促

政治责任机制启动，比如引咎辞职、人大罢免撤职。 

其三，法院的政治责任，是指法院作为集体以及

法官代表法院行使司法权以满足、实现权力机构(即人

民代表大会及其人大常委会)赋予的职责而需要承担

的责任。法院的政治责任主要强调追究责任机构的政

治性及追责标准的模糊性，和社会责任的主要区别在

于追责主体不同，后者追责主体不是人大而是社会舆

论。法院的政治责任在我国表现为人大罢免、撤职法

官。陈斯喜就认为，宪法和法律对什么情况下可以提

出撤职和罢免没有规定，所以其属于政治监督手段，

可采取政治监督方式，包括不满意免职。[5](98)政治责

任还表现为人大代表对法院工作报告投反对票，人民

代表大会表决不通过工作报告。2001 年沈阳中院报告

在人代会上未获通过，韩大元教授评论该事件时认为，

法院院长应该承担政治责任和道义责任，包括辞职或

者罢免。[6]从实证的角度来看，中国的法院还存在对

政党的政治责任，如引咎辞职制度等。 

 

二、法院承担公共责任的特点 

 

笔者认为，法院的公共责任概念与传统的法律责

任或者公共行政领域的公共责任概念相比，具有以下

几个特点。 

第一，公共行政领域中公共责任内容中的行政责

任不适用于法院。虽然下级法院审判时不接受上级领

导与指令，但司法行政事务上却需要接受上级领导与

监督。比如在大陆法系国家，存在法院内部首席法官

对普通法官的监督权，这是否可以理解为下级对上级

的行政责任，值得反思。笔者认为，法院内部是监督

而非领导关系，不是行政化的关系，即使是法院内部

行政方面的行政监督关系也正在弱化。因此，法院的

公共责任应当与政府的公共责任有所不同，法院对上

级不承担行政责任，虽然下级法院在司法行政事务上

一定程度上接受上级管理，但必须严格依法进行，应

当包含在法律责任当中。 

第二，法院的公共责任包含着法院积极行使职权

的责任。其要求法院主动采取职权行为满足社会需要，

包括司法公开、服务社会等理念的提出，特别在社会

对其权力产生一定质疑时，有义务回应社会关注，公

开相关信息。法院未能履行其相关职责时，即使其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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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仍可能因为违反抽象的职责

而承担一定的不利后果。亚太经验表明，法院的职责

远远不止是解决争议，司法改革应当加强法院对正义

问题的回应。正如印度最高法院认为，法官不能仅仅

是观众，而必须在司法程序中成为积极主动的参加者，

为服务社会正义的目标导向而适用法律。[7]时任山东

省人民法院院长的尹忠显认为，在新的形势下，对人

民法院的审判能力、管理能力、服务能力都有新的要

求，而服务能力包括维护社会稳定的能力、促进经济

发展的能力、参与构建和谐社会的能力和促进民主政

治建设的能力，其表现为执行法律政策的主动性与司

法服务要求的政治性。[8](47−86) 

由此可见，法院的公共责任包含了一种积极的责

任。这与传统法院只负责“消极裁判”的理念发生了

重大区别，法院消极中立的纠纷解决者形象面临调整

和冲击，一种“积极中立”的司法形象有待确立。比

如，大陆职权主义将审判视为法官发现真实的活动，

因此不能完全任由当事人在司法技术上竞争，而必须

由富有法律知识、经验理性的职业法官积极、主动地

调查证据，是一种积极中立。[9]我国“抗辩式”庭审

制度，使法官在审判实践中相对消极、被动，反而对

被告不利。因此，有必要肯定刑事法官审判时的适度

证据调查权与对被告的客观照料义务，从而实现庭审

中的积极中立与形式、实质中立，并最终保证被告对

裁判结果心悦诚服地接受。[10]在民事诉讼中也是如

此，能动主义司法理念强调了法院积极行使职权以解

决社会问题的思路。目前我国基层司法仍要依靠法官

的积极中立来促使和引导当事人利用司法获得救济。

当然，不告不理等底线正义仍需遵守。 

第三，法院的公共责任不仅强调其对国家机关的

责任，而且强调其对社会公众的责任。现代国家与社

会分离的理论，使社会成为可能和国家并列的主体，

从而可以成为负责的对象。我国台湾学者认为，在当

代民主政治之下，司法体系应该不是为统治者效忠，

而必须回应民主社会的需求。[11]《司法独立最低标准》

第 33、35 条指出，司法独立并非免除法官之公众责 

任。[12](167)法院的公共责任意味着法官直接对社会、公

众承担责任，必须充分了解、洞察社会需求，通过行使

司法权满足社会需求，而不仅仅对其他政治机构负责，

回应社会需求成为法院公共责任的重要特征。卡佩莱蒂

认为，“当今世界法系中存在一种明显的趋势，即采取

一种对法律和正义的‘消费者’——法律制度须为之服

务的每一社会的公民——负责为基础的第三种模  

式。”[3](78)这种回应型司法责任模式不再局限于认为司

法对“统治者、治理者和其他官员”负责，它将司法看

成是为“利用者”即公民服务的，对社会和社会的单个

成员服务，卡佩莱蒂称赞其是在“更民主的框架下”思

考问题，也有效解决了“司法社会化”的问题。[3](153)

可见，法院的公共责任体现了更多的民主责任。 

第四，法院的公共责任包含一种以结果为导向的责

任。公共责任理论是一种强调结果、以结果为导向的责

任体系。萨孟武认为：“在民主制度下以公意为衡量标

准，公意认为是就是，公意认为非就非，而表示公意的，

直接为人民，间接为议会，所以政府对人民或议会负政

治责任。”[13](64)公共责任中的政治责任就是以结果为导

向的责任，使法院无法躲在程序正义之下而逃避责任，

使法院承担更多的民主可问责性。法院的公共责任概

念，与传统法律责任的区别在于：法院的法律责任包含

在法院的公共责任体系之中，但法院即使没有直接违反

具体的法律，也可能需要承担一定的责任。 

第五，法院的公共责任提出了法院承担政治责任

的问题。我国法院不独立于人大、政党的政治模式，

使法院承担了更多的政治责任，司法实践中长期都强

调法院、法官的政治责任。卓泽渊认为，司法机关、

司法官员都有各自的政治责任。在国外，由于司法相

对于政治的独立性质使其更具法律属性，一般不再论

及司法的政治责任。但是，并不意味着其没有政治责

任。在我国，司法更多地具有政治机关和政务人员的

性质。所以，司法机关的政治责任是自然存在的，也

是客观存在的。[14](150) 

 

三、法院承担公共责任的理论基础 

 

第一，回应型的司法责任理念。美国伯克利学派

从构筑理想法的角度出发，把单一社会上存在的法律

现象分为三种类型: 压制型法、自治型法、回应型法。

压制型法将法律作为压制性权力的工具；那种作为能

够控制压制并能够维护自己的完整性的特别制度的法

律，被称之为自治型法；而回应型法是将法律作为回

应各种社会需要和愿望的一种便利工具的法律。[15](16)

回应型司法作为一种类型学上的司法模式，是以实现

法治秩序为理念，以解决实践问题、社会问题为目标，

是具有稳定、可靠、可持续发展的回应机制以及有效

回应社会所需的司法。[16] 

司法责任的表现形式应当和司法的类型相适应。

在不同的法律类型中，其追求不同的法律秩序，产生

了司法机构不同的法律任务，从而对司法责任提出了

不同的要求。莫诺·卡佩莱蒂借用伯克利学派的法律

类型说，将司法责任制度分为压制型(或依赖型)、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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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自治型(或隔离型)、 回应型(或利用者本位型) 三种

模式。压制型司法责任中，司法从属于统治者控制，

法院对政治部门，尤其是对行政机构负责，是一种具

有“压迫潜力”的政治责任形式。社团自治型司法责

任中，为了维护司法的独立性，将司法视为一个与社

会隔离的团体，完全与政府和社会绝缘，采取司法机

关自治管理，远离内部以及外部监控，是一种自我追

究司法责任的模式。比如意大利、法国可归入此模式，

其“也许不如依赖于政治权力的模式那么可怕，但它

并不必定更少损害”。回应型司法责任中，将合理的政

治、社会责任与合理的法律责任结合起来，避免法官

不受监督，又避免法官从属于政治部门、政党或其他

社会组织，最佳地实现独立与责任的平衡。其充分回

应了现代司法职能不可避免的“政治化”和“社会化”

问题，也解决了民主制度中任何权力都要受到制约的

问题。[3](106−153)我国台湾的法政治学研究学者也盛赞回

应型司法责任，“如果就司法独立与民主可问责性来

说，镇压或者依赖型是最缺乏司法独立，但却是最负

责的司法体制，只是它向统治者负责，而不是回应人

民的要求。综合自主模型是最独立的司法体制，但是

它也受到最少的监督。并且经常追求组织的自身利益

远大于回应政治和社会部门的要求。只有回应或者消

费者取向模型，才能在司法独立与民主监督的紧张关

系之下，取得一个平衡点。”[11] 

我国长期以来采取“压制型”的司法责任，司法权

具有工具化倾向。近年司法独立改革后，又出现“隔离

型”责任模式的倾向，法院在审判职责上主动回缩，对

许多纠纷不受理，司法职责、司法责任不显，结果，法

院审判脱离社会需求，民众不是通过司法程序而是通过

政治途径解决问题。未来的改革应当在更加保障司法独

立的同时，建立起回应型的司法责任制度，使法院拥有

更多的权能去承担和实现公共责任，满足社会需求。 

第二，法律现实主义视野中三段论逻辑的式微。

如果法院只是根据三段论，依据事实和法律解决纠纷，

由于事实和法律都是确定的，法官的工作只是“自动

售货机”式的高度形式主义，并无较大裁量空间，则

司法权功能非常有限，对外承担责任自然受限。同时

为了避免法官受到外部干预，其应当受到司法独立的

严格保障。但这种高度形式主义的理念，在美国 20

世纪 30 年代的“法律现实主义”崛起后，就已经遭到

严重挑战。现实主义法学从法官行为研究方面继承了

霍姆斯的学说，进而分为两个学派，一派是以卢埃林

为代表的规则怀疑主义，另一派是以费兰克为代表的

事实怀疑主义。在现实主义法学怀疑精神的影响之下，

产生了轰轰烈烈的批判法学运动。[17](5)在法律现实主

义者看来，任何事实、法律都存在不确定性，这瓦解

了司法独立的逻辑前提，司法过程不再是简单、机械、

确定无疑的，法官判决所依据的事实和法律都是充满

了诸多不确定性的，法官不得不面对多种选择，从而

不得不为其选择承担更多的责任，乃至政治责任。 

第三，法政治学中司法权的民主可问责性。任何

权力的行使都必须课之以责任，这是民主制度的一项

基本原则。民主政治下的政府必须对公民承担政治责

任，其理由根植于民主政治中人民与政府之间的“委

托责任关系理论”。该理论认为政府权力来源于人民的

委托，从而政府应当忠于人民的意志和利益，对人民

负责。如果政府违背人民的意志，应对人民承担政治

责任。人民在委托授权的同时，保留了对其责任履行

情况的监督。[18](245)如果相信民主政治或者人民可以产

生出一个较有人性、公平和正义的社会，当然要求法

官有更高的民主可问责性。[11]民主制度下，司法权是

一种不可或缺的重要公共权力，而权力必然伴随义务。

在现有的民主制度背景下，司法权力的运行除了恪守

个案公正原则、解决具体的纠纷之外，同时还要恪守

司法为民的目标，承担民主责任，作为公权力机关还

要承担一系列政治责任。[19]所以，法院是受人民委托

行使国家审判权，应当向人民负责，民主可问责性也

是其责任制度的内容，表现为法院的公共责任。 

第四，由于法院承担着公共政策的制定功能，必

然需要承担公共责任。“虽然政治共同体赋予法官免受

政治干预的有限权威，但是这种豁免的条件是法官使

自己脱离公共政策的形成过程。这就是司法赢得‘独

立’的代价。”[15](64)当前，最高人民法院承担了公共

政策的制定功能。[20](40−80)下级法院特别是基层法院虽

然不承担公共政策的制定，但是其在裁判中也会形成

重要的公共政策。有学者研究发现，从中国对不良债

权案件的处理来看，我国所有的法院都是公共政策法

院，因为其都必须以政治标准来衡量案件审理和判决

结果，这是现实的政法体制所决定的。[21](88−93) 

如果法院从事了许多政治性工作，突破了司法权

的传统范围，此时再强调司法独立而不让法院承担政

治责任，则其必然成为一种不受制约的积极性权力，

从而对国家、社会造成威胁。马丁·夏皮罗认为，如

果法官不可避免地成为了立法者，则其与司法独立是

根本不相容的，“所有政权都不可能允许重要的政治权

力由一个不受政府限制的独立的司法团体来行使”，其

必然将法院重新合并到统治联盟当中，即使在寻求创

建具有独立性的司法机构的社会当中，这仍然会发 

生。[22](49)所以，如果法院已经积极介入到纠纷解决潜

在的利益当中，甚至利用司法权推行特定公共政策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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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法院不应受司法独立的绝对保障，否则其积极推行

的政策利益将无法获得民主的检验。候猛认为，法院

遵循司法独立、中立是一种神话，其前提是司法与行

政、立法严格界分，但这些前提在中国不存在，不能

充分解释中国的司法实践，不能用于分析中国的最高

人民法院。[23](133−134)我国在构建司法责任时，必须看

到法院的公共政策功能，而建立一种更加具有针对性

的公共责任体系。 

第五，法院的政治功能需要配之以公共责任。法律

和政治的分离是正统化的总策略，它是自治型法使自身

和法律秩序具有正统化的途径。对于法律机构来说，法

律和政治的分离不只是自我约束，它也是自我保护的需

求，是忠于现行政治秩序的保证。[15](66)法院独立地位

一直以来都是以它们的社会封闭和政治中立为前提的，

这是法院远离政治责任获得独立的前提。[24](413−417)  

然而，有学者通过比较研究发现，“在大多数法院

中存在争议解决、社会控制和立法职能的混合，经常

会在审判中将行政或一般政治权力的行使结合在一

起，从而法院和法官从事的部分工作在本质上是具有

政治性的。”[22](87)时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也认为，

当今世界各国的法院，已经不是一种纯事务型或纠纷

解决型的机构。法院通过裁判纠纷形成公共政策以影

响社会发展的进程，通过填补法律漏洞或发挥造法功

能以干预社会生活，甚至通过判断政治行为的合宪与

否以维护宪法制度。法院因此成为政治生活中的重要

角色，发挥着规范政治权力运行并维护宪法制度的政

治功能。[25]既然司法与政治已经密不可分，片面鼓吹

司法独立无异于掩耳盗铃，必须强化对司法的民主控

制，民主可问责性的机制必不可少，而法院的公共责

任正是此种机制。 

 

四、法院公共责任对我国司法 
改革的启示 

 

十八大以来，我国如火如荼地推进司法改革，司

法责任制改革被认为是当前司法改革的“牛鼻子”，同

时省以下统一管理改革、分类管理改革都会对司法责

任造成影响。当前的司法改革过程中，一些责任机制

问题需要澄清，迫切需要引入公共责任概念，以全面

规范法院的司法责任体系。 

首先，法院的公共责任有助于合理地解释、建构

我国法院的政治责任。传统上，学界在论及司法责任

时往往仅指法院的法律责任，包括刑事责任、民事责

任、违纪责任以及国家赔偿责任。[26](9)但实践中，我

国法院除了承担错案责任追究等法律责任之外，还有

其他的责任形式，比如人大罢免撤职制度、向人大做

工作报告、对政党承担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引咎辞职

责任等，其已经不属于法律责任的内涵，而是政治责

任。然而，由于我国缺乏公共责任的研究，这使我国

的司法责任理论基本丧失了对上述司法实践的解释能

力，比如人大罢免撤职制度、否决法院工作报告，不

用说明理由，显然不能用法律责任机制解释，很容易

受到法律责任的批评，而法院的公共责任有助于解释

上述制度。 

当前，我国司法责任制度改革追求权责一致，一

定程度上提高了法官行权的独立性，同时强化了责任

追究制度，但是，传统上的政治责任机制并未放弃，

片面将我国司法改革仅仅解读为保障司法独立并不全

面。其一，在省以下人财物统一管理之后，省级法院

对省级人大的政治责任机制仍然保留，如何在省级落

实该公共责任机制是制度建构的核心所在。省级统管

不是省法院统管，《关于司法体制改革试点若干问题的

框架意见》提出，法官、检察官遴选委员会只是从专

业角度提出法官、检察官人选。由组织人事、纪检监

察部门在政治素养、廉洁自律等方面考察把关，人大

依照法律程序任免，正是基于上述原因。其二，省级

统管后，必然弱化法院对同级人大的政治责任机制，

其也面临如何处理对同级政治责任的问题。笔者认为

完全废除该制度也会导致民主可问责性的缺失，法律

未改变前，市县法院对同级人大仍应报告工作，接受

同级人大监督。其三，引入社会人士、政界人士参与

司法惩戒。比如上海市成立 15 人组成的法官、检察官

遴选(惩戒)委员会，其中 8 名专家委员主要来自上海

市各大法律院校，另有 7 名专门委员主要来自市人大

内司委、市委组织部、市纪委、市委政法委、市公务

员局、市检察院、市高级人民法院等有关职能部门。

显然其外部参与较多，这恰恰是法院承担社会责任、

政治责任的体现。 

其次，法院的公共责任有助于通过社会责任机制

督促法院积极行使职权，满足社会需求。如果司法不

能有效地回应社会需求，必然影响法院自身乃至国家

政权的稳定性。当前我国社会转型，纠纷激增、司法

功能扩张，社会对司法的需求膨胀。加之网络媒体的

兴起，审判活动在前所未有的社会舆论关注下，已经

超越个案意义，成为公共问题，比如刘涌案、彭宇案、

李庄案、拆迁纠纷审判等等，司法公信力受到前所未

有的挑战。人大、舆论与法院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

对司法的回应性要求突出，片面强调审判独立，以及

现有以错案责任追究为中心的司法责任体系，已经无

法解决中国司法面临的问题，也无法满足对司法的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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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性需求，法院的公共责任问题得以凸现。 

我国应当培育法院、法官树立合理的社会责任意

识，督促法院积极行使司法权，满足社会需求。比如，

司法公开是我国司法改革的重要内容，法院应当主动

披露社会关注的重大案件的审判进展，或者通过庭审

微博网络直播，判决书上网接受公众批评，实现法院

公共责任的回应性。同时，近年来，我国对于批评法

院行为的规制手段越来越多，力度也越来越强。比如

2013 年“两高”《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

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放松了对诽谤罪

认定的严格限制，对以虚假信息进行网络诽谤法院的，

也可能以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2014 年 3 月，《北京

市律师协会执业纪律与执业调处委员会第 9 号规范执

业指引》全面限制律师批评法院的行为。笔者认为应

当鼓励对法院的合理批评，这是法院承担社会责任的

重要方式，而不是举着司法独立的大旗，片面限制对

法院的批评，认定侮辱、诽谤法官和法院的行为应严

格限制。同时，法院应当主动、及时回应舆论，这也

是社会责任的要求。 

再次，法院的公共责任能更好地防范司法权扩张

带来的风险，使法院在权责上相对应。在我国社会转

型中，法院强调司法服务大局、服务经济建设，追求

个案的法律、政治、社会效果的统一。2009 年以来，

为应对金融危机，我国司法更加秉持能动主义，法院

在许多案件中作出了具有公共政策意义的开创性判

例。由于网络舆论的关注，许多案件成为社会关注的

公共问题。同时，我国司法腐败、司法不公仍较为严

重，迫切需要改革完善。司法公信力不高，公共追责

机制缺乏，呼唤建立司法权的公共责任制度。只有建

立权责一致的法院公共责任机制，才能更好地防范司

法权扩张带来的负面影响，这是司法改革必须考虑的

问题。所以，我国应当强化现有责任体系，建立现代

的法院公共责任制度。除了上述政治责任、社会责任

机制外，强化法律责任的实效也是重要的改革路径。

当前在员额制的基础上推行办案责任制度改革，为司

法惩戒制度的落实提供了空间，强化了错案责任追究，

都是法律责任实效化的重要体现。 

最后，法院公共责任的构建要规范责任机制，更

好地保障审判权的独立公正行使。传统上，我国是一

种压制型的司法责任。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随着国

家治理转型和市场经济发展，一种法律治理和能为人

们合理预期的司法需求日趋迫切，中立、独立、依法、

专业、被动的形式主义法院形象也逐渐成为法院的一

种自我认同。[27](67)这是一种自治型的司法责任，但却

导致法院公共责任的缺失。当前，我国监督程序虚置，

真正起作用的是未制度化的政治责任机制、法院内部

的行政监控机制。于是，法院、法官的政治责任强、

对上级的行政责任强，对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造成较

大干预。而建立法院的公共责任，有助于厘清法院责

任的限度，规范法院的责任机制。 

研究法院的公共责任并非要否定审判独立，而是要

紧扣中国问题，寻找独立与责任“齐头并进”的新平衡

点。当前的司法改革也正是在强化办案独立性与司法责

任两个方向上同时着力，强化法院公共责任并不意味要

忽视对司法独立的保障，应当弱化当前法院的政治责任

机制，增加社会责任，更好地规范法律责任机制。 

未来改革必须准确界定法院主动行使公共责任的

限度及其合理的追责程序。同时，化解其可能带来的

风险，避免法院过于积极而丧失中立性，也避免外部

政治因素干预法院独立公正行使职权，妨碍司法公正

的实现。其一，实践中，一些不合理的政治责任机制，

如过多地参与中心工作、综合治理工作等需要限制，

对案件的政治责任机制应当废除，对办案政治效果的

提法应加以否定。其二，法院的公共责任与行政机关

不同，不包括行政责任。因此，要落实司法责任制改

革要求，对上级的行政责任应当废除，避免法院内部、

法院之间的行政化。当前，省以下统一管理制度、法

官惩戒委员会的建立，系弱化法院地方政治责任过强

的重要改革，但应当避免司法行政化，避免行政责任

强化。比如，如果由省级法院代表全省法院向省人大

代表大会报告工作，则无疑是强化省级法院对下级法

院的行政监管权，包括对案件的监管权，这不符合司

法责任制改革的方向。再如，如果法官办错案，院长

要引咎辞职，则无疑是要强化院长对法官办案的监管。

因此，对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引咎辞职制度要重新反

思。其三，在建立法官惩戒委员会时需要更好地保障

司法独立性，在确定法官遴选(惩戒)委员会人员组成

时应妥善分配外部成员和法官的比例，寻求专业自治

与外部参与之间的平衡，就当前各地成立的法官遴选

(惩戒)委员会而言，应当适当提高法官的人员比例。

其四，错案责任追究可能构成法官头上的达摩克利斯

之剑，之前的权责弥散化导致其未成为一个重要的问

题，错案责任倒查制度、办案责任制改革，都会使错

案责任追究明显增强，也给法官办案带来较大压力和

风险，因此需要建立豁免制度和法官职业保障制度，

准确界定错案，规范责任追究程序。为此，需要准确

区分法律责任与政治责任，错案责任追究属于法律责

任，不应当采取以结果追责的政治责任方式，应当落

实司法责任制改革内容，如果未违反现有法律或者主

观无重大过错，即使是错案也不应当追究错案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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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blic responsibility of the court means that the court shall independently exercise their functions and 

powers according to law and fully realize the expectations of the social public and of democracy, bear the adverse 

consequences without prejudice to the premise of judicial independence, and on the basis of its traditional legal 

responsibility join 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the court of satisfying the needs of society, its political responsibility for 

the power organs as well as its public responsibility which emphasizes enthusiasm and result-orientation. Responsive 

judicial responsibility theory, reflection of legal realism on “logic syllogism," public policy and its political functions of 

the court have all challenged the premise of judicial independence so that public responsibility must b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In our current judicial reform, the public responsibility of the court should be brought in to construct 

reasonably the political responsibility of the court, to supervise whether the court is exercising its rights actively to 

respond to the society, and at the same time to regulate its responsibility mechanism, to better ensure judicial 

independence in exercising its functions and powers and to improve the judicial cred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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